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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及其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针对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

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探讨较为有限，并且现有研究结论未达成一致。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认知理论的

三元互动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试图解释和厘清领导底线心智对下属工

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本文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技术，通过对两个独立的两时间点收集的

主管–员工配对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领导底线心智会激发员工的道德推脱；2) 领导辱虐管理

行为在领导底线心智激发员工道德推脱的过程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 在员工的回报预期较低的

情形下，员工的道德推脱与其工作绩效呈负相关；4) 当且仅当领导煽动辱虐管理水平较高且员工回报预

期水平较低时，领导底线心智通过员工道德推脱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负向的间接影响较为显著。本文为

深化领导底线心智的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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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BLM) on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However, limited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me-
chanisms through which leader BLM influences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and existing conclu-
sions remain inconclusive.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adopts a three-element interactive perspec-
tive from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constructing a two-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luci-
date and clarify the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subordinates’ job performance. Employing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s and analyzing supervisor-subordinate dyadic samples collected at two independent 
time poi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triggers employees’ moral 
disengagement; 2) Abusive supervisory behavior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stimulates employees’ moral disengagement; 3) In 
situations where employees have lower expectations of rewards, moral disengagement is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job performance; 4)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exert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direct impact on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employees’ moral disengagement 
only when both leader instigation of abusive management and low employee expectations of re-
wards are presen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valuable insights to the deepening of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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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底线心智(Bottom-line mentality)是一种为确保获取底线结果(即绩效结果或组织利润)而忽略竞争优先

级的“单维思维模式”(Greenbaum et al., 2012)。在过去，强调底线结果对提高组织和员工的生产率带来

了诸多益处(Friedman, 2007)。而如今，大量研究学者指出，拥有底线心智的领导过分地关注底线目标的

实现，随之引起了员工的一系列负面行为，如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亲领导不道德行为(Farasat & Azam, 2020; 
Greenbaum et al., 2012)。截至目前，现有研究结论间存在一定异质性。 

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是个体发展出的一系列认知机制，这些机制能够使个体在做出不道德

行为之后不会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Bandura et al., 1996)。社会认知理论指出社会环境往往通过激活或失

活个体道德的自我调节(推脱)来影响其道德导向(Bandura, 1986)。本文认为领导底线心智对于绩效结果的

强调，以及对道德规范的忽视(Wolfe, 1988)，将激发员工的道德推脱，进而影响其工作绩效的实现。 
辱虐管理是员工感知到的上级领导持续表现出的怀有敌意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不包含肢体接触)，该

行为为组织和员工带来了大量负面影响(崔倩，2022)。此外，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领导煽动辱虐管理

(Instigated abusive supervision)和员工回报预期(Reward expectancy)的调节作用。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行为、

人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三元交互关系(Bandura, 2002b)，其中，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都会对行为产生影响，

该理论强调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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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道德推脱 

以往研究表明，追随者的道德推脱作为一种道德决定结果受到领导者的影响(Farasat & Azam, 2020)。
拥有底线心智的领导过于执着于实现底线结果，而忽略了组织系统本质上是多价的事实，通常不能体现

社会传播的道德规范(Wolfe, 1988)，他们不关注员工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这种具体“不惜一切代价

取胜”思维的领导作为一种外在环境驱动，可能会致使员工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失活，即产生道德推脱

(Farasat & Azam, 2020)。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1：领导底线心智促进员工的道德推脱。 

1.2. 领导煽动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当一个人面对环境或事件刺激时，有三种广泛的或八种具体的相互关联的道德

推脱机制：1) 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认知重构(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2) 模糊或扭曲后果(转移责

任、分散责任和扭曲后果)；3) 贬低目标(非人化和归咎于责任) (Bandura, 2002a)。本文将在下文解释领导

煽动辱虐管理如何通过上述三种道德脱离机制来调节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道德脱离的影响。 
首先是认知重构。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除直接模仿榜样的行为外，观察者还可以抽象出支配行为的

背后的原则，继而产生超越行为表象的新行为(Lian et al., 2022)。具体来说，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通常表

现为辱骂与违背承诺等非道德行为，由此可见，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将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产生的

负面道德影响。 
其次是模糊或扭曲后果。辱虐管理通常在下属未能满足领导期望时出现，反过来，辱虐管理会使员

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因无法实现领导底线目标带来的负面后果，员工可能会掩盖或扭曲不道德行为的负

面影响，导致更强的道德脱离(Bandura, 2002a)。 
最后是贬低目标。若拥有底线心智的领导较少采用辱虐管理的方式，那么当员工面对的负面后果将

减少，这有效降低了领导的底线目标带来的压力。该情形下，由于违背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往往会产生

负罪感(陈默，梁建，2017)，员工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达到底线目标而挑战道德标准，从而降低道德

推脱的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领导底线心智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会受到领导煽动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即领导煽动辱

虐管理水平越高，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道德推脱的关系越强。 

1.3. 员工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当一个人面对环境或事件刺激时，有三种广泛的或八种具体的相互关联的道德

推脱机制：1) 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认知重构(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2) 模糊或扭曲后果(转移责

任、分散责任和扭曲后果)；3) 贬低目标(非人化和归咎于责任) (Bandura, 2002a)。本文将在下文解释领导

煽动辱虐管理如何通过上述三种道德脱离机制来调节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道德脱离的影响。 
首先是认知重构。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除直接模仿榜样的行为外，观察者还可以抽象出支配行为的

背后的原则，继而产生超越行为表象的新行为(Lian et al., 2022)。具体来说，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通常表

现为辱骂与违背承诺等非道德行为，由此可见，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将强化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产生的

负面道德影响。 
其次是模糊或扭曲后果。辱虐管理通常在下属未能满足领导期望时出现，反过来，辱虐管理会使员

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因无法实现领导底线目标带来的负面后果，员工可能会掩盖或扭曲不道德行为的负

面影响，导致更强的道德脱离(Bandura, 2002a)。 
最后是贬低目标。若拥有底线心智的领导较少采用辱虐管理的方式，那么当员工面对的负面后果将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03


车丹，刘梦佳 
 

 

DOI: 10.12677/ap.2024.142103 822 心理学进展 
 

减少，这有效降低了领导的底线目标带来的压力。该情形下，由于违背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往往会产生

负罪感(陈默，梁建，2017)，员工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达到底线目标而挑战道德标准，从而降低道德

推脱的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领导底线心智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会受到领导煽动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即领导煽动辱

虐管理水平越高，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道德推脱的关系越强。 

1.4. 整合模型 

综合前述假设，本研究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 1)，用来描绘员工观察

领导底线心智学习到的道德原则(即道德推脱)如何指导员工的绩效行为。 
假设 4：领导煽动辱虐管理和员工回报预期依次调节领导底线心智和通过员工道德推脱对员工工作

绩效之间的间接影响。领导煽动辱虐管理会加强该间接影响，并且间接影响的方向取决于员工的回报预

期的高低，当员工回报预期较高时，为正向的间接影响；当员工回报预期较低时，为负向的间接影响。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及程序 

本研究在安徽和湖南的 3 家企业(主要涉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和医药行业)中进行问卷调研与数据收集。

研究人员请部门主管其按员工工号任意抽取部门中 3~6 名员工参与此次的问卷调查。其次，为避免共同

方法偏差，我们采用主管−员工匹配调查的方式，在两个时间点进行问卷收集。在问卷调查时，研究人员

将用信封装袋的调查问卷发给员工和主管填写，要求员工报告人口学变量、领导底线心智、道德推脱、

回报预期等信息，并让主管评价针对这些下属实施的辱虐管理行为(时间点 1)；大约 3 个月以后，我们要

求主管对这些下属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时间点 2)。在问卷调查时，被试们均被告知所收集的数据均用于

学术研究，不做个案分析；同时被试们在填写完相关的调查问卷以后，被要求立即将问卷放回信封并密

封，当场交给我们的研究人员。每个被试在完成问卷调查后，均会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作为回报。 
本研究采用以下标准检验问卷的有效性：1) 每位主管评价不少于 3 位下属；2) 是否可以通过工号等

有效地匹配主管和员工。共获取 66 名主管和 288 名下属的有效配对问卷，平均每位主管评价 4.36 位下

属。在这 288 名下属员工中，30 岁以下的员工占 45.8%；专科以上学历的员工占 58.3%；男性占 49.6%；

在该公司工作超过 3 年的员工占 58.0%；在团队规模方面，20 人以上的占 32.3%，10 至 19 人的占 42.7%，

3 至 9 人的占 25.0%。 

2.2. 测量工具 

领导底线心智。本研究采用 Greenbaum 等(2012)开发量表来测量领导底线心智，共 4 个条目。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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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员工道德推脱。本研究采用 Moore 等(2012)编制的量表来测量道德推脱，共 8 个条目。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9。 
员工工作绩效。本研究采用樊景立和郑伯埙(1997)编制的量表来测量员工工作绩效，共 4 个条目(由

主管评价)。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 
领导煽动辱虐管理。本研究采用 Mitchell 和 Ambrose (2007)编制的简版辱虐管理量表来测量领导针

对下属实施的辱虐管理行为，共 5 个条目(由主管自评)。同时，我们采用 Liao 等(2018)的做法，通过主管

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评价主管对下属实施的辱虐管理行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4。 
员工回报预期。我们借鉴 Zeng 等(2018)的做法，采用 5 个条目来测量回报预期。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0.90。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员工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不道德行为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本文将员工的年龄与性别作控制变量。除此之外，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团体规模也对

员工态度和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Chen et al., 2007; Jackson et al., 1991)，因此，本研究进而对团队规模、

员工的工作年限和受教育程度进行了控制。本研究中所有量表均采用 7 点计分(1 = “完全反对”；7 = “完

全同意”)。 

2.3. 数据分析策略 

由于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析方法，通过 Mplus 8.3 软件进行多水

平结构方程建模，调节效应检验时，我们根据刘东等(2018)的建议，采用组中心化的策略(group-mean 
centering)来构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同时，我们通过蒙特卡罗再抽样法(Monte Carlo resampling 
method)来确认中介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程度。 

3. 研究结果 

3.1. 构念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LISREL 8.8 软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五因子模型中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及

T 值均达到了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且没有不恰当解，说明本文涉及的几个构念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

时，与其他几个竞争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对数据拟合最佳(χ2/df = 2.83、NNFI = 0.93、CFI = 0.94、RMSEA 
= 0.08)，说明本文所涉及的五个变量是五个不同的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ore variables 
表 1. 核心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测量模型 χ2 df NNFI CFI RMSEA Δχ2 (Δdf) 

五因子模型 817.11 289 0.93 0.94 0.08  

四因子模型(MIAS + JP) 1608.03 293 0.83 0.84 0.13 790.92 (4) 

三因子模型(MIAS + JP + RE) 2767.06 296 0.68 0.71 0.17 1949.95 (7) 

二因子模型(MIAS + JP + RE, BLM + MDISE) 3944.53 298 0.53 0.57 0.21 3127.42 (9) 

单因子模型 5535.04 299 0.32 0.38 0.25 4717.93 (10) 

注：N = 288。BLM = 领导底线心智，MD = 员工道德推脱，JP = 员工工作绩效，MIAS = 领导煽动辱虐，RE = 员
工回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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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统计 

表 2 显示了各变量的标准差、均值、信度和相关系数。从表 2 可以看出，样本中领导底线心智与员

工道德推脱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25, p < 0.001)，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工作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r = 
0.05, n.s.)。员工道德推脱与其工作绩效不直接相关(r = −0.03, n.s.)，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的理论预期基本相

符。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部门人数 2.07 0.76          

2) 性别 1.49 0.50 0.11         

3) 年龄 2.74 0.77 0.05 −0.08        

4) 教育水平 1.65 0.60 −0.12* −0.06 −0.13*       

5) 工作年限 3.08 1.54 0.12* −0.04 0.67*** −0.12*      

6) BLM 2.17 1.41 0.09 0.06 0.12* 0.08 0.12*     

7) MD 2.44 0.97 −0.13* 0.03 0.12 0.12 0.05 0.25***    

8) JP 4.98 1.13 −0.12* 0.02 −0.11 0.07 −0.14* 0.05 −0.03   

9) MIAS 1.58 1.03 −0.09 0.05 0.09 0.01 0.18** 0.16** 0.29** −0.27***  

10) RE 5.19 1.24 −0.03 −0.13* −0.15* −0.03 −0.17** −0.19** −0.01 0.16** −0.14* 

注：N = 288；性别：1 = 男性、2 = 女性；部门人数：1 = 3~9 人、2 = 10~19 人、3 = 20 人以上；教育水平：1 = 专
科及以下、2 =本科、3 = 硕士、4 = 博士；年龄：1 = 小于 19 岁、2 = 20~29 岁、3 = 30~39 岁、4 = 40 岁以上；工

作年限：1 = 不到一年、2 = 1~3 年、3 = 3~5 年、4 = 5~10 年、5 = 10 年以上。*p < 0.05，**p < 0.01，***p < 0.001。
BLM = 领导底线心智，MD = 员工道德推脱，JP = 员工工作绩效，MIAS = 领导煽动辱虐，RE = 员工回报预期。 

3.3. 假设检验 

我们以工作绩效和道德推脱为因变量，以部门编号为自变量，做虚无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团队(部
门)间的变异成分均显著地异于 0 (样本：ICC1 工作绩效 = 0.54，p < 0.001；ICC1 道德推脱 = 0.35，p < 0.001)，这

符合多水平数据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Hofmann, 2002)。 
表 3 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年限和部门人数后，

样本中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道德推脱的主效应均显著(b = 0.09, SE = 0.05, t = 2.07, p < 0.05)，故假设 1 得

到验证。 
如表 3 所示，本研究在的关系(b = 0.41, SE = 0.18, t = 2.21, p< 0.05)。同时，为更加准确地判断调节效

应的显著性，我们将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以此将领导煽动辱虐管理分为高低两个水平，对调节效应

做简单斜率分析。图 2 结果表明，高辱虐管理水平的条件下，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道德推脱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b = 0.51, p < 0.05)；相比较而言，低辱虐管理水平的条件下，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道德推脱的

影响不显著(b = −0.32, n.s.)。故假设 2 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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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moderator role of instigated abusive supervision 
图 2. 领导煽动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 

 
表 3 结果表明，在样本中员工的回报预期与道德推脱的交互项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b = 0.18, SE = 0.09, t = 2.00, p < 0.05)。我们采用样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员工在高回报预期的

条件下，道德推脱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较弱(b = 0.17, n.s.)，而在低回报预期的条件下，道德推脱对工作绩

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27 p < 0.05)。由此，假设 3 得到了部分证明。 
 

Table 3. Analysis of moderating effects 
表 3. 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样本 

第一阶段(因变量 = 道德推脱) 第二阶段(因变量 = 工作绩效) 

b (SE) b (SE) 

性别 0.16 (0.11) 0.23* (0.11) 

年龄 0.20 (0.11) −0.09 (0.09) 

受教育程度 0.11 (0.10) 0.17 (0.09) 

工作年限 −0.05 (0.06) 0.08 (0.06) 

部门人数 −0.12 (0.10) −0.19 (0.15) 

BLM 0.10* (0.04) 0.06 (0.05) 

MIAS 0.24* (0.10)  

BLM × MIAS 0.40* (0.18)  

MD  −0.05 (0.06) 

RE  0.11** (0.04) 

MD × RE  0.18* (0.09) 

注：N = 288。BLM = 领导底线心智，MD = 员工道德推脱，JP = 员工工作绩效，MIAS = 领导煽动辱虐，RE = 员
工回报预期；*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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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1) 领导底线心智会激发员工的道德推脱认知倾向；2) 上述驱动过程受到了领导煽动辱

虐管理的显著调节作用；3) 在回报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员工的道德推脱降低其工作绩效；4) 当且仅当领

导煽动辱虐管理水平较高和员工回报预期较低时，领导底线心智通过道德推脱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负向

的间接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通过引入社会认知理论拓展了领导底线心智与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视角。本研究为领导

底线心智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解。此外，本研究为明晰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绩效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最后，本研究延展了员工工作绩效的驱动因素及机制范畴。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提示管理者一味强调经济底线的思维模式存在一定潜在的

危害，组织应首要重视对领导与员工的道德教育，选择、确定和提拔既重视生产力又重视道德、和谐和

服务的领导(Valentine et al., 2014)。提示组织应当对员工的回报预期给予更多的关注。研究设计上，未来

研究可通过员工报告的方式进行领导辱虐管理的测量。可进一步使用纵向研究设计、实验设计或深度访

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加强因果关系的推断。研究内容上，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与

边界条件有待延申，可从情绪因素视角出发，进一步明晰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可

以进一步探讨自我效能发挥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陈默, 梁建(2017). 高绩效要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 心理学报, 49(1), 94-105. 

崔倩(2022). 辱虐管理消极效应的缓冲机制: 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4), 31-40. 

樊景立, 郑伯埙(1997). 华人自评式绩效考核中的自谦偏差: 题意, 谦虚价值及自尊之影响. 中华心理学刊, 39(2), 
103-118. 

刘东, 张震, 汪默(2018). 单层与多层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 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高中华 译). 见 陈晓萍, 
沈伟(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 3 版, pp. 663-6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Bandura, A. (2002a).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 

101-119.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Bandura, A. (2002b).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Cultural Context. Applied Psychology, 51, 269-290.  

https://doi.org/10.1111/1464-0597.00092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364-37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2.364 
Chen, Z., Lam, W., & Zhong, J. A. (2007).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Member Performance: A New Look at Individu-

al-Level Negative Feedback-Seeking Behavior and Team-Level Empowerment Climat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202-212.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2.1.202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
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2, 1-22.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12.1.1 

Farasat, M., & Azam, A. (2020).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and Subordinate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
vior. Personnel Review, 51, 353-376. https://doi.org/10.1108/PR-03-2020-0129 

Friedman, M. (2007).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In W. C. Zimmerli, M. Holzinger, & K. 
Richter (Eds.), 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p. 173-178).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540-70818-6_14 

Greenbaum, R. L., Mawritz, M. B., & Eissa, G. (2012). Bottom-Line Mentality as an Antecedent of Social Undermin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Conscientious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343-359.  
https://doi.org/10.1037/a0025217 

Hofmann, D. A. (2002). Issues in Multilevel Research: Theor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In S. G. Rogel-
berg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pp. 247-274).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03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https://doi.org/10.1111/1464-0597.0009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2.364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2.1.202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12.1.1
https://doi.org/10.1108/PR-03-2020-0129
https://doi.org/10.1007/978-3-540-70818-6_14
https://doi.org/10.1037/a0025217


车丹，刘梦佳 
 

 

DOI: 10.12677/ap.2024.142103 827 心理学进展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56669.ch12 
Jackson, S. E., Brett, J. F., Sessa, V. I., Cooper, D. M., Julin, J. A., & Peyronnin, K. (1991). Some Differences Make a Dif-

ference: Individual Dissimilarity and Group Heterogeneity as Correlates of Recruitment, Promotions, and Turnove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675-689.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76.5.675 

Kish-Gephart, J. J., Harrison, D. A., & Treviño, L. K. (2010). Bad Apples, Bad Cases, and Bad Barrels: Meta-Analytic Evi-
dence about Sources of Unethical Decisions at Work.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1-31.  
https://doi.org/10.1037/a0017103 

Lian, H., Huai, M., Farh, J. L., Huang, J. C., Lee, C., & Chao, M. M. (2022). Leader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Employee Unethical Conduct: Social Learning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s a Behavioral Principle. Journal of Man-
agement, 48, 350-379. 

Liao, Z., Yam, K. C., Johnson, R. E., Liu, W., & Song, Z. (2018). Cleansing My Abuse: A Reparative Response Model of 
Perpetrating Abusive Supervisor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3, 1039-1056.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319 

Mitchell, M. S., & Ambrose, M. L. (2007).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1159-1168.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2.4.1159 

Moore, C., Detert, J. R., Klebe Treviño, L., Baker, V. L., & Mayer, D. M. (2012). Why Employees Do Bad Thing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ersonnel Psychology, 65, 1-48.  
https://doi.org/10.1111/j.1744-6570.2011.01237.x 

Valentine, S., Hollingworth, D., & Eidsness, B. (2014). Ethics-Related Selection and Reduced Ethical Conflict as Drivers of 
Positive Work Attitudes: Delivering on Employees’ Expectations for an Ethical Workplace. Personnel Review, 43, 
692-716. https://doi.org/10.1108/PR-12-2012-0207 

Wolfe, D. M. (1988). Is There Integrity in the Bottom Line: Managing Obstacles to Executive Integrity. In S. Srivastva (Ed.), 
Executive Integrity: The Search for High Human Values in Organizational Life (pp. 140-171). Jossey-Bass.  

Zeng, W., Zhou, Y., & Shen, Z. (2018). Dealing with an Abusive Bos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motion Focus 
on Reward Expectancy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9, 
500-518. https://doi.org/10.1108/IJCMA-02-2018-002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03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56669.ch12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76.5.675
https://doi.org/10.1037/a0017103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319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2.4.1159
https://doi.org/10.1111/j.1744-6570.2011.01237.x
https://doi.org/10.1108/PR-12-2012-0207
https://doi.org/10.1108/IJCMA-02-2018-0026

	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提出
	1.1. 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道德推脱
	1.2. 领导煽动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
	1.3. 员工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1.4. 整合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及程序
	2.2. 测量工具
	2.3. 数据分析策略

	3. 研究结果
	3.1. 构念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3.2. 描述统计
	3.3. 假设检验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